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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中国作为探索和实践“双碳冶目标的“先锋冶,低碳试点的先试先行为其低碳转型作出了有力探

索。 既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低碳试点的积极成效,但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低碳试点存在的困境。 在低碳试

点陆续结束和中国迈向“双碳冶目标之际,对低碳试点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进行再评估。 研究结果表

明,三批低碳试点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大多评估研究认为的乐观,低碳试点整体上尚未达到和形成显著的

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 仅有 2010 和 2012 年开始的第一、二批低碳试点显现出碳减排的趋势,但其依然

未进入低碳的状态;2017 年开始的第三批低碳试点在减排趋势和低碳状态上均未显现出显著的效果。
在政策试验阶段,低碳试点缺乏上位法律、总体规划和核算体系的指导以及相容的激励机制,这对其维

系低碳发展效果产生了挑战。 在迈向“双碳冶目标阶段,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制度安排的指导性和激励机

制的相容性,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增强规划可行性与约束力,构建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确保地

方层面低碳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综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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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5 年,中国政府发布《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淤,向全球承诺将于

2030 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20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决定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冶于。 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简称“双碳冶目标)。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自身生态文

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1]。 中国作为探索和实践“双碳冶目标的“先锋冶,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先后于 2010 年、2012 年和 2017 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三批低碳试点工作,三批试点以地级

市层级为主,也包含了部分的省级行政区和县级行政区。 低碳试点作为中国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

的政策试验,三批低碳试点的先试先行,为中国实现“双碳冶目标作出了有力探索和提供了宝贵

经验[2]。
2010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盂,正

式启动第一批国家低碳试点工作,要求低碳试点建立由主要领导负责抓总的工作机制,结合本地实

际,突出特色,大胆探索,注重积累成功经验,坚决杜绝概念炒作和搞形象工程。 首批试点的具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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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包括编制低碳发展规划、支持低碳绿色发展的配套政策、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

系、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等。 2012 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淤,正式开启

了第二批低碳试点工作。 相关任务在第一批试点的基础上,要求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

制,要求地方试点结合本地实际,确立科学合理的碳排放控制目标以及地区碳排放指标分解和考核

办法。 2017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于,
开启了第三批低碳试点工作。 在这一轮的试点工作中,重点要求低碳试点提出碳排放峰值目标,将
低碳发展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和政府重点工作,积极探索创新经验和做法,以
及提高低碳发展管理能力,从而在 2020 年试点结束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逐步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
随着三批低碳试点的陆续结束,中国进入全面实践“双碳冶目标的阶段,试点阶段探索的经验

和模式也将逐步在全国推广。 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有必要再评估和审视三批低碳试点对于实现

“双碳冶目标的效果与启示。 因此,本文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是:低碳政策试点是否实现了城市持续

的低碳状态,是否形成了城市的碳减排趋势,以及影响低碳试点效果持续的挑战有哪些? 通过回答

以上研究问题,本文旨在为中国城市践行“双碳冶目标提供参考思路和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政策试验在教育、环境、卫生、信息技术等公共政策部门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3鄄7]。 其

中,政策试点是中国政策过程中最为典型与普遍的一种政策试验方式,它是指在特定时间和范围内

所开展的一种局部性政策试验活动[8]。 地方层面的政策试点被认为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发

展成就的重要解释因素[9]。 其理念是让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情况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将当地

的成功经验吸收到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中,然后推广到全国。 政策试点是促进制度创新的有力手

段,其将自下而上的倡议和地方思想注入国家政策过程。 同时,试点项目可以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

相对稳定地进行制度变迁与创新,避免形势不明朗带来改革冲击,达到稳中求进的效果[10]。 相比

西方语境下的政策试验,中国的政策试点有着显著的特色。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的政策试点项目主

要是中央政府选择性控制的地方政策试验[11鄄13]。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政策试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

中央政府必须坚定地发挥带头作用,以应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中央政府有意愿和能力

保护试点的创新行为,同时也有能力制止各种无序行为。 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在试验过程中往

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4]。
低碳政策试点是“十二五冶和“十三五冶时期,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抓手。 它指导中国

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地区,探索了因地制宜的低碳发展模式,促进了地方层面的政策创新和

低碳发展转型,并促进了创新政策在国家层面传播[15鄄17]。 低碳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特

点[13],试点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领导意愿和执行情况,因此,这一政策试验被认

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11]。 而且,迈向“双碳冶目标实践中所涉及的行动主体多元且复杂,这些主

体的行动及其互动影响了目标实现的进程和成效[18]。 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引发了研究者对

低碳政策试点效果的兴趣,尤其是在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发布低碳试点评价结果的情况下。
研究者围绕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建筑、碳汇、低碳管理等方面对低碳

试点城市建设效果进行综合评价[19鄄20]。 例如,丁丁等(2015)设计了包含城市碳排放、社会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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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设定等指标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把低碳试点分为领先型、发展型、探索型和后发型四类[21]。
陈楠和庄贵阳(2018)从宏观领域、能源、产业、低碳生活、资源环境、低碳政策创新等六个维度构建

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对低碳试点的积极成效和不平衡发展进行了检验评估[22]。 付琳等

(2021)构建了包含 35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对 2010—2018 年中国低碳发展进展进行了综合评价[23]。
另外,部分学者也对低碳试点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达成效果进行了评估[24鄄25]。 同时,研究者通

过准自然实验、合成控制法等方法评估了试点城市相较于非试点城市的政策效果。 相关研究发现,
试点城市在减少碳排放量[26鄄27]、降低碳排放强度[28]、降低电能消费强度[29]、提升空气质量[30鄄31]、提
升生态效率[32鄄33]、促进绿色经济发展[34]等方面具有正向的影响。

大多实证研究肯定了低碳政策试点的积极成效,但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低碳政策试点存在的问

题。 有学者指出,低碳政策试点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14, 35]。 例如,有研究指出,中国在 2005—
2012 年期间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效果被高估,而未来要实现 40% ~ 45% 减排目标的难度更大[36]。
此外,作为政策创新的重要抓手,有研究发现,每个试点城市约有 4 项原始政策创新,只有 1 / 3 的创

新政策得以实施,近一半的城市只提出创新政策,但没有具体实施[17]。 另有学者指出,低碳政策在

落实方面存在政策目标缺少约束性和科学性、政策执行主体权责不匹配、政策内容过于宽泛、缺少

专项资金保障以及对应的政策评价体系等问题[37]。
综合而言,低碳政策试点对于促进低碳发展和实现政策创新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在践行

“双碳冶目标的政策扩散阶段,维持和推进政策试验形成的前期成果可能面临挑战。 这也是基于

“双碳冶目标,对低碳试点进行再评估的必要性。 本文作为低碳试点效果的再评估,相较既有的相

关评估研究,特点在于:一方面,相比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等个别指标的评价,采
用的“双碳冶目标导向下综合性评价指标,能够更加全面和贴切地反映“双碳冶目标的要求;另一方

面,相比综合评价法针对试点内差异的评价,采用回归分析法更客观地反映试点与非试点之间的效

果差异。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法评估低碳政策试点是否实现了低碳状态,以及是否形成了减排趋势。 因

此,研究分别选取“低碳状态指数冶“减排趋势指数冶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选取碳排放增速和 GDP 增

速的脱钩程度指数(简称“脱钩程度指数冶)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被解释变量。 2021 年 12 月,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城市碳达峰碳中和指数摘要报告(2020—
2021)》淤。 这一报告基于 2020 年地级市和直辖市数据,对 110 个城市响应国家“双碳冶战略的气候

雄心、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情况进行了评价。 本文选取其中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两项指标。 低

碳状态指数反映了城市在能源消费、产业结构、碳排放水平上的情况,含 9 项具体指标;减排趋势指

数反映了城市在碳排放增速、脱钩指数、碳达峰趋势上的情况,含 3 项具体指标。 另外,指标权重由

决策者赋权法确定,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年

鉴》,以及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
本文选择的主要解释变量为离散变量“是否为低碳试点冶,即样本城市是否属于三批低碳试点

中的任意一批试点。 同时,为进一步观察试点批次的差别,细化了试点批次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即
“是否为第一、二批试点冶和“是否为第三批试点冶。 考虑到第一批试点城市(2010 年)和第二批试

点城市(2012 年)确定时间较接近,以及第一批试点城市数量较少,本文将这两批试点进行合并处

理。 并且,本文选择了人口数、城镇化率、人均 GDP、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专利数、第二产业比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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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资料分析中的试点自评估报告来自《中国低

碳省市试点进展报告》,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单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低碳状态指数 / 110 20郾 480 5郾 886 4郾 300 32郾 000

减排趋势指数 / 110 14郾 646 4郾 824 3郾 100 23郾 900

脱钩程度指数 / 110 1郾 964 1郾 083 0 3

是否为低碳试点 / 110 0郾 418 0郾 496 0 1

是否为第一、二批试点 / 110 0郾 227 0郾 421 0 1

是否为第三批试点 / 110 0郾 191 0郾 395 0 1

人口数 万人 110 657郾 291 504郾 338 116 3 209

城镇化率 % 110 76郾 387 58郾 516 44郾 380 672郾 960

人均 GDP 元 110 90 989郾 920 29 658郾 570 35 588 165 85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110 42郾 504 3郾 862 10郾 490 48郾 960

人均专利数 项 110 32郾 172 25郾 749 1郾 369 126郾 155

第二产业比重 % 110 41郾 470 8郾 541 15郾 050 62郾 490

摇 摇 从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表现上的差异看,第一、二批试点的平均低碳

状态指数为 22郾 316,略高于第三批低碳试点的平均指数 21郾 329 和非试点的平均指数 19郾 484;第
一、二批试点的平均减排趋势指数为 16郾 496,明显高于第三批低碳试点和非试点的平均指数(详见

图 1)。 基于此,实证部分将分别对这两组差异的显著性进行检验,以评估低碳试点工作的效果。

图 1摇 试点与非试点的低碳状态与减排趋势比较
摇

三、低碳试点效果再评估

(一)政策试点与低碳状态关系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表 2 报告了低碳试点与低碳状态指数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模
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报告了低碳试点,第一、二批试点和第三批试点对低碳状态指数的影响

结果。 估计结果表明,从 2020 年的数据看,在控制人口数、城镇化率、人均 GDP、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等因素后,城市是否为低碳试点对其低碳状态并无显著的影响。 这也意味着,样本中低碳试点与非

低碳试点在 2020 年时的低碳状态并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区别,无论是第一、二批试点,或是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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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 这一结果在调整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 同时,模型也通过了相关检验,不
存在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摇 低碳试点与低碳状态回归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低碳状态指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低碳试点 0郾 518 3

(0郾 43)

第一、二批试点 - 0郾 396 1

( - 0郾 29)

第三批试点 1郾 130 0

(0郾 91)

人口数 0郾 004 6*** 0郾 004 9*** 0郾 004 8***

(3郾 80) (3郾 88) (4郾 22)

城镇化率 - 0郾 000 4 - 0郾 000 0 - 0郾 001 5

( - 0郾 17) ( - 0郾 01) ( - 0郾 52)

人均 GDP - 0郾 000 0 - 0郾 000 0 - 0郾 000 0

( - 0郾 23) ( - 0郾 22) ( - 0郾 1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郾 054 8 0郾 038 7 0郾 066 1

(0郾 55) (0郾 43) (0郾 73)

人均专利数 0郾 023 9 0郾 026 3 0郾 023 1

(0郾 76) (0郾 83) (0郾 73)

常数项 14郾 739 2*** 15郾 436 3*** 14郾 144 7***

(3郾 65) (4郾 35) (3郾 81)

R2 0郾 206 8 0郾 206 0 0郾 210 5

常数项 110 110 110

摇 摇 注:***p < 0郾 001,**p < 0郾 01,*p < 0郾 05;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政策试点与减排趋势关系

表 3 报告了低碳试点与减排趋势指数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4、模型 5 和模型 6 分别报告

了低碳试点,第一、二批试点和第三批试点对减排趋势指数的影响结果。 从整体上看,城市是否为

低碳试点对其减排趋势并无显著的影响。 但从具体试点批次上看,第一、二批试点的开展对减排趋

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 5%的水平上显著;而第三批试点的开展对减排趋势并无显著

影响。 这意味着截至 2020 年,率先进行低碳试点的两批城市已显现出显著的减排趋势,但 2017 年

开始试点的第三批城市还未形成这一趋势。 这一结果同样具有稳健性,且不存在异方差和多重共

线性问题。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为进一步验证低碳试点政策对减排趋势的影响,采用脱钩程度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稳健性检验。 脱钩理论是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费关系的重要观点[38]。 GDP 增速和碳排放增速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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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低碳试点与减排趋势回归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减排趋势指数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低碳试点 0郾 496 9

(0郾 51)

第一、二批试点 2郾 514 7**

(2郾 40)

第三批试点 - 1郾 831 1

( - 1郾 66)

人口数 0郾 002 3*** 0郾 001 8* 0郾 002 3***

(2郾 66) (1郾 88) (2郾 64)

城镇化率 - 0郾 005 1** - 0郾 003 6* - 0郾 002 0

( - 2郾 57) ( - 1郾 93) ( - 0郾 78)

人均 GDP 0郾 000 0 0郾 000 0 0郾 000 0

(0郾 57) (0郾 42) (0郾 47)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郾 187 0** - 0郾 193 9** - 0郾 239 4**

( - 2郾 00) ( - 2郾 27) ( - 2郾 59)

人均专利数 - 0郾 027 0 - 0郾 028 3 - 0郾 020 6

( - 1郾 13) ( - 1郾 23) ( - 0郾 86)

第二产业比重 0郾 093 2 0郾 113 4* 0郾 083 7

(1郾 60) (1郾 96) (1郾 36)

常数项 17郾 233 0*** 16郾 866 1*** 20郾 142 3***

(4郾 24) (4郾 58) (4郾 86)

R2 0郾 070 7 0郾 106 1 0郾 088 7

样本量 110 110 110

摇 摇 注:***p < 0郾 001,**p < 0郾 01,*p < 0郾 05;括号内为标准误。

的脱钩程度是碳减排趋势的重要反映,也是实现“双碳冶目标的重要指标[39]。 《中国城市碳达峰碳

中和指数摘要报告(2020—2021)》采用 Tapio 脱钩模型对 110 个城市的脱钩程度进行评价。 110 个

城市呈现出四种脱钩类型,分别为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和强脱钩[40]。 扩张负脱钩意味着

GDP 增长速度小于碳排放量增长速度;扩张连接意味着 GDP 增长速度与碳排放量增长速度相当;
弱脱钩意味着 GDP 增长速度大于碳排放量增长速度;强脱钩意味着 GDP 提高,碳排放量不断削

减,这种情况最为理想。 四种脱钩类型的城市分别占总样本的 17郾 3% 、8郾 2% 、35郾 4% 和 39郾 1% 。
本文分别将这四种脱钩类型转化为离散变量表征脱钩程度,其中,扩张负脱钩为 0,扩张连接为 1,
弱脱钩为 2,强脱钩为 3,指数越大,脱钩程度越高。

表 4 报告了低碳试点与脱钩程度指数的有序回归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7、模型 8 和模型 9 分别

报告了低碳试点,第一、二批试点和第三批试点对脱钩程度指数的影响结果。 估计结果表明,只有

第一、二批试点的开展对脱钩程度指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第一、二批试点的开展对于 GDP 增

速和碳排放量增速的脱钩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一结果在 5%的水平上显著;而低碳试点整体上和第

三批试点的开展对脱钩程度指数并无显著影响。 这一结果与减排趋势的估计结果一致,说明结果

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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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低碳试点与脱钩程度回归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脱钩程度指数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低碳试点 0郾 257 6
(0郾 62)

第一、二批试点 1郾 009 8**

(2郾 30)
第三批试点 - 0郾 665 7

( - 1郾 40)
人口数 0郾 001 1** 0郾 000 9 0郾 001 0*

(2郾 06) (1郾 61) (1郾 90)
城镇化率 - 0郾 001 6* - 0郾 000 9 - 0郾 000 4

( - 1郾 86) ( - 1郾 25) ( - 0郾 38)
人均 GDP 0郾 000 0 0郾 000 0 0郾 000 0

(0郾 79) (0郾 63) (0郾 6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郾 105 9** - 0郾 108 9** - 0郾 128 8***

( - 2郾 26) ( - 2郾 48) ( - 2郾 60)
人均专利数 - 0郾 012 7 - 0郾 012 7 - 0郾 008 6

( - 1郾 21) ( - 1郾 24) ( - 0郾 80)
第二产业比重 0郾 049 5* 0郾 059 1** 0郾 044 0

(1郾 84) (2郾 17) (1郾 64)
R2 0郾 038 0 0郾 052 8 0郾 043 8
样本量 110 110 110

摇 摇 注:***p < 0郾 001,**p < 0郾 01,*p < 0郾 05;括号内为标准误。

摇 摇 综合而言,在 2020 年中国低碳政策试点结束和正式提出“双碳冶目标之际,此前地方政府开展

的三批低碳政策试验,在整体上尚未达到和形成显著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 从批次上看,在确定

试点 10 年后的第一、二批的城市已显现出显著的减排趋势,他们在碳排放增速、碳排放增速与经济

增长增速脱钩和碳达峰趋势上的表现相比其他城市更加优异,而 2017 年开始的第三批低碳试点在

碳减排趋势和低碳状态上均未显现出显著的效果(详见表 5)。

表 5摇 低碳试点效果再评估结果汇总

摇 摇 名称 低碳状态 减排趋势 脱钩程度

所有低碳试点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第一、二批试点 不显著 显著正向 显著正向

第三批试点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四、影响低碳试点效果持续的挑战

鉴于第一、二批试点城市出现减排趋势,但整体上未实现低碳状态的实证结果,本文基于第一、
二批试点城市的自评估报告,进一步从政策环境面的角度分析影响低碳试点效果持续的挑战,探究

哪些政策环境面的挑战会影响效果的维系,从而为中国城市普遍践行“双碳冶目标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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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安排的指导性

中央政府对低碳试点城市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从试点早期“摸着石头过河冶的自主探索,到第

三批试点时的明确要求部分制度安排的过程,如建立碳排放目标考核制度,设定碳排放峰值等。 随

着中国城市整体性进入践行“双碳冶目标的阶段,国家层面关于低碳发展的相关法律、规划和政策

对于全面开展低碳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国家层面的低碳相关制度存在较大的模糊空间,
这也对试点城市维系低碳状态构成了挑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郾 上位法律的指导性

目前,中国在低碳发展上缺乏专门的上位法指导,例如,2014 年,中国起草完成的《气候变化应

对法》草案淤,但这一法律至今尚未出台。 在缺乏上位法支持的情况下,地方性的低碳立法和政策

创新一方面面临合法性的挑战,另一方面面临表述过于宽泛而执行困难的困境。 尤其是在节能减

排方面,执法依据、执法主体、执法对象、执法程序、执法量度等不清晰对地方政府持续性开展监察

和执法工作造成障碍。
2郾 总体规划的指导性

在 2010—2020 年期间,国家层面关于低碳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具体部署较为缺乏。 这也导致部

分试点城市“就低碳谈低碳冶,没有充分将低碳发展目标分解融入到地方的城市规划、国土规划等

专项规划当中,进而容易产生低碳政策空转的现象。 这一问题在中国进入“双碳冶阶段后有所改

变。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意见》于和《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盂,这两份文件构建起了“双碳冶政策体系的元政策

和基本政策,发挥了统领作用,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实践抓手。
3郾 核算体系的指导性

准确且可用的碳排放信息和数据是低碳发展的基础保障,但是,全国层面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

计核算体系尚未建立。 在缺乏中央的统一指导下,部分地方政府缺少基础数据和监测平台,摸不清

碳排放量的“家底冶,无法有效推进碳减排目标制定、监督、预警和考核。 部分地方政府进行自主探

索和编制温室气体清单,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核算。 由于能源统计体系与温室气体清单编

制的需求差距较大,区域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造成了区域间的碳排放数据不

匹配、不可比、不准确等问题,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应对气候变化决策。 与此同时,缺乏统一规范

的核算体系也为地方政府留下了较大的数据操作空间,对低碳发展制度运行构成了威胁。
(二)激励机制的相容性

弱激励、弱约束的中央政策试验环境与高投入、持续性的地方城市低碳转型之间,存在明显的

激励机制不相容问题,这是低碳试点效果维系面临的主要挑战。 激励机制的相容性具体表现为正

向激励的相容性和负向激励的相容性。
1郾 正向激励的相容性

低碳试点的正向激励指的是中央政府根据地方政府开展试点内容及效果,所采取的在经济、政
治等方面的支持和倾斜。 相较于中国其他政策的试点,尤其是与经济发展领域的试点相比,低碳政

策试点是一类典型的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试验。 低碳城市试点并不直接向地方政府及官员提供

GDP 增长和政治晋升的正向激励[41],中央政府也没有向地方政府分配财政资源和政策倾斜[13]。
中央政府只是要求或鼓励试点城市根据国家目标,自主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探索低碳绿色发展模

式[14]。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冶于申试点,申报低碳试点是为了获取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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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政府发现低碳试点资源投入大、短期获益小的特点后,消极应付试点工作[42 - 43]。 在第一、二
批试点城市的自评估报告中,大多数试点都提出,低碳试点建设工作繁重、资金缺口大、缺乏低碳发

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影响了低碳发展转型的深入开展[43]。 尤其是在欠发达的中西部试点,正向激

励不相容抑制了地方政府持续开展节能降碳的积极性。
2郾 负向激励的相容性

低碳试点的负向激励指的是中央政府根据地方政府的试点工作效果所采取的约束和惩处措

施。 在正向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低碳试点受到的负向激励也较弱。 中央政府并未对地方的低碳试

点工作进行严格的考核和约束。 自 2010 年首批试点实施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仅在 2016
年对第一、二批试点进行了一次集中评估,且不公开公布评估结果。 地方政府在低碳发展上缺乏监

督和考核压力,一些地方政府在试点之初“喊口号冶、搞形象工程,不顾实际盲目提出发展新能源产

业等目标[13]。 随着部分城市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在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均不相容的情况下,低
碳试点面临低碳发展转型内在动力逐步丧失的挑战。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低碳试点作为中国提出和践行“双碳冶目标的一项重要的政策试验,为中国的低碳发展转型提

供了宝贵经验。 在三批低碳试点陆续结束和中国迈向“双碳冶目标之际,本文对三批低碳试点的低

碳状态和减排趋势进行了再评估。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开展的三批低碳试验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大

多评估研究认为的乐观,仅有 2010 和 2012 年开始的第一、二批低碳试点才显现出碳减排的趋势,
但其依然未进入低碳的状态;2017 年开始的第三批低碳试点在减排趋势和低碳状态上均未显现出

显著的效果。 这一结果也表明,低碳发展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的特征,低碳政策的实施难以在短期

内显现出明显的效果。 尤其是在政策试验阶段,低碳试点缺乏上位法律、总体规划和核算体系的指

导,以及相容的激励机制,这对其维系低碳发展效果产生了挑战。
(二)政策启示

本文认为,基于评估结果,中国在迈向“双碳冶目标的阶段,需要加强制度安排的指导性和激励

机制的相容性,确保地方层面低碳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综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1郾 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上位概念,国家层面应构建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的法律

体系,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立法和政策创新提供合法性保障。 同时,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

架,国家层面还应围绕产业结构转型、能源结构优化、低碳交通出行、建筑节能改造、低碳生活消费、
增加生态系统碳汇、气候变化应急管理等内容进行法制配套,加强对地方低碳立法和政策制定的指

导。 地方层面应积极开展低碳发展模式和政策工具创新,并在国家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将低碳发展

实践制度化、法制化,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样本。 另外,地方的低碳立法应充分考

虑可操作性,明确实施主体、适用对象、惩罚力度裁量、执行程序等内容,保证法律效力传递到低碳

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
2郾 增强规划可行性与约束力

目前,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双碳冶规划和行动方案,但当务之急是建立统一规范的碳

排放核算体系,这是增强地方政府的“双碳冶规划可行性和约束力的基础保障。 构建统一规范的碳

排放核算体系的重点包括制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产品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
建立碳排放核算基础数据库和数字化碳排放信息共享平台、培养碳排放核算和管理的人才等。 在

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制定具有可行性和约束力的实现“双碳冶目标中长期规划。 一是要求“双碳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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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理念和任务融入到地方政府的五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城市规划、国土规划等纲领性

规划和控制性规划当中,确保“双碳冶目标的实施有抓手、有约束、可监督、可评价;二是要求“双碳冶
规划的目标和落实情况纳入党政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将“双碳冶目标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的重要

内容,通过党政领导共抓共管和目标任务分解,保证“双碳冶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3郾 构建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

弱激励、弱约束的低碳政策试点环境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重要因素。 在实践“双碳冶目标阶

段,国家层面应建立和完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为地方的低碳发展转型提供持续

动力。 一是要设置差异化、阶段性的碳减排考核目标,并根据考核结果开展有区别地进行专项激

励,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二是要充分利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充分利用公开约谈、通报

批评、通报表扬、责任追究、社会评价等方式形成正负向激励相结合的声誉激励和威慑警示效用,纠
正地方低碳发展中的不作为、乱作为等偏差和异化行为;三是要畅通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渠道,鼓
励社会公众有组织、有计划、有效率地参与“双碳冶目标监督工作,解决低碳发展中的央地信息不对

称问题。 在地方层面,在弱激励的政策环境下,一是要促进政策协同,将低碳发展与无废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韧性城市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等试点政策协同推进、形成合力,促进资源投入与产出

最优化;二是积极探索市场型政策工具,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市场化运作促进碳排

放总量目标和强度目标的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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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鄄evaluation of Low鄄carbon Pilot Project Effects Towards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UO Shihong1, 2

(1.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2. Beijing Soci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As a pioneer in achieving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China忆s
low鄄carbon pilot project has made an active exploration for the country忆 s low鄄carbon
development transition.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low鄄carbon pilot project, but some of them have also pointed out the dilemmas of the low鄄carbon
pilots. As the low鄄carbon pilot project comes to an end and China moves towards its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is paper conducts a re鄄evaluation of the low鄄carbon status
an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trends of the low鄄carbon pilot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three low鄄carbon pilots may not be as positive as most evaluation studies suggest,
and that the low鄄carbon pilots as a whole have not yet achieved significant low鄄carbon status an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trends. Only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es of low鄄carbon pilots,
which started in 2010 and 2012, showe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trends, but they still did
not enter a low鄄carbon state; while the third batch of low鄄carbon pilots, which started in 2017,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effects in terms of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trends and low鄄carbon
states. In the phase of policy experimentation, the lack of guidance from higher鄄level laws,
master plans and accounting systems, and compatible incentive mechanisms has challenged the
effectiveness of low鄄carbon development. At the stage of moving towards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guidance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enhancing the feasibility and binding force of planning,
and building a long鄄term mechanism with compatible incentives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low鄄carbon development at the
local level.
Key words: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 policy experimentation; policy evaluation;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low鄄carbon pilot

(责任编辑: 刘摇 凡)

841


